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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异质性视角下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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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家庭发展能力框架构建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CFPS）2010-2018年 5期数据，通过交互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

庭生命周期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以工作时间、教育支出和保险支出衡量的

内生动力均会对农户脆弱性产生影响，其中工作时间、保险支出降低了农户的脆弱性，然而

教育支出由于“因学致贫”在短期内反而会增加农户脆弱性，中长期（4年）才能有效降低农

户脆弱性；宏观环境主要代表的政策环境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不同收入水平、不同

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未来中国的防贫治理需

要双管齐下，从激发内生动力和维持帮扶政策两个方面防止低收入农户返贫，警惕农户“因

学致贫”和“因学返贫”现象，普及农村成年劳动力和老年人的商业保险覆盖以及重点关注

负担期和空巢期的农户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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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20年底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中国决战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实现了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到 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

性整体贫困”的庄严承诺。然而，脱贫并非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已经脱离贫困的家庭未来有可能

因各种风险冲击而重新陷入贫困，即返贫现象。中国为防止这一现象出现做出了重要部署，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学界一般用

脆弱性，即一个家庭未来福利水平降低到最低福利线下的可能性，来衡量可能的返贫现象[1]。事实

上，中国仍有不少位于脱贫边缘的农户脆弱性高，存在返贫的风险，并且这一风险在农村地区尤为

突出[2]。

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底线”，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及时发现、及时帮扶”，确保这些较高脆弱性群体稳定持续脱贫将成为顺

利完成过渡期的首要任务。未来中国防贫治理仍需延续精准扶贫思想[3]，由此，现阶段厘清影响不同

家庭特征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因素就尤为重要。本文所要尝试回答的问题是：对于中国农户而言，究

竟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脆弱性，关键因素是其内在动力还是宏观环境？影响不同家庭特征农户脆弱

性的关键因素是一样的吗？本研究将基于交互效应面板模型，主要从内生动力和宏观环境两个角

度考察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同时加入收入水平和家庭生命周期的交互项，考虑不同家庭特征农

户的脆弱性影响因素的异质性，以期为中国的防返贫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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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与模型设定

1.理论框架

家庭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的复杂系统，是每个人生活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决策的基本单元。

本文以农户（农民家庭）作为分析单位，研究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

（1）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脆弱性是可持续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具有前瞻性的动态概念，

描述的是个体或家庭未来陷入低福利状态的可能性，因此探讨脆弱性的影响因素需要对贫困的发生

机制研究进行借鉴。纵观已有贫困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对贫困的生

成机制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宏观视角倾向于将贫困看作是社会问题，主要从经济增长、收入差

距、社会文化、政府政策等角度分析贫困成因[4⁃5]；而微观视角则倾向于将贫困归结为个体问题，研究

聚焦于微观层面的生计资本以及家庭结构等因素对贫困的影响[6⁃7]。根据本文的研究主题，需要更全

面细致地考察微观视角下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由此引入了家庭发展能力框架。

（2）家庭发展能力框架。国外学界较早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评估和研究，并将家庭功能定义

为家庭允许成员持续发展，得到合理的安全保障，确保足够的凝聚力以及发挥作为社会一部分的作

用的能力[8]。这一概念事实上与国内家庭发展能力语境中所讨论的问题是相同的[9]，即家庭发展能力

是促进自身功能不断优化升级，有效满足其成员合理需要以及实现自身结构稳定和生命周期可持续

演进的各种手段方式的总和[10]。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将家庭发展能力划分为家庭功能、家庭禀赋和家

庭策略[11]。

家庭功能、家庭禀赋和家庭策略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彼此不可替代，共同构成了家庭发展

能力的全部内容。其中，家庭功能反映家庭的关系结构，包括经济功能、繁衍功能、赋予功能、赡养功

能等，主要以家庭代际关系功能对家庭功能进行定义[12]。家庭禀赋是家庭拥有选择机会、选择发展策

略和应对风险环境的基础，这一内涵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一致的，包括

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策略的含义为家庭把握及开展一系列活

动的组合，反映了家庭的内生动力。

（3）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13]，智和志就是内里、内因，也

即内生动力。国内学者定义的“内生动力”区别于国外的“内在动机”，指在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个

体通过自我奋斗追求某种独特目标的行为倾向[14]。本文定义内生动力为个体（即农户）为了某种目标

自发自主选择（具有意愿）并执行（可以实现）的行为。这一定义在本文研究主题中，与家庭发展能力

框架中家庭策略的内涵是一致的，由此完成了关于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见图1。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本文想要探讨的主题是：影响农户脆弱性因素有哪些，从农户视角出发，他

们通过自发的努力（内生动力）能够降低脆弱性以防止返贫吗，抑或是需要宏观因素的支持？对于不

图 1 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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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家庭特征的农户而言，这一结论是否存在异质性？

2.模型设定

基于已有文献，从微观层面分析农户脆弱性的方程可以表述为：

VULit= αWorkit+ βEduit+ γInsuit+ΦXi t+ μi+ ft+ uit
i=1,2,…,N; t=1,2,…,T; （1）

其中，VULit表示农户脆弱性，借鉴预期贫困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VEP）的思

想[1]，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货币指标对农户脆弱性进行测度。向量Xi t表示影响农户脆弱性的其他

外生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功能（家庭结构）、家庭禀赋（生计资本）和宏观层面变量。μi为个体固定效

应，ft为时间固定效应，i表示单个农户，t表示时间。

关于核心解释变量的选取，现有文献认为防贫的内生动力来源于人们自身的智慧和能力，而这

些都是无法直接衡量的潜变量。有学者选取代表认知能力的认知水平、智力水平、字词能力、数学能

力作为代理变量[15]；或者选取代表非认知能力的积极自我、社会技能、情绪稳定作为代理变量[16]；也有

学者直接通过心理量表的方式，从价值观、自我观、脱贫行为倾向三个维度进行测量[14]。本文参考已

有文献对影响农户脆弱性微观因素的研究，选取工作时间Work、教育支出Edu以及保险支出 Insu作
为内生动力的代理变量。

选取这 3个变量作为内生动力的依据是：其一，这 3个变量能够对农户脆弱性产生影响，且已有

较多国内外文献支持了这一观点。首先，传统理论认为，贫困是由于自身懒惰的结果，家庭减少工作

时间将会丧失收入或消费而陷入贫困[17⁃18]；其次，更好的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改善营养和健康，促进

态度和行为的改变，这些都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和防止贫困，教育投资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

对于降低脆弱性具有显著的作用[19⁃20]；最后，保险支出作为社会福利比起社会投资具有更好的再分配

作用，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趋势，类似“新农保”的保险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防止了贫困

的发生[21⁃22]。其二，本文认为内生动力不仅仅只通过心理因素进行反应，而是“想做（具有意愿）”和

“能做（可以实现）”的有机结合，因此选择可观测的农户自主行为，即工作时间、教育支出和保险支出

作为代理变量是一个可取的做法。

模型（1）虽然在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下考虑了已有文献指出的各方面因素，但还是存

在以下三个明显的缺陷：

第一，假定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是相同的。模型（1）本质上是双重固定效

应的面板模型，模型中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μi与时间固定效应 ft。但 ft隐含的假设是所有家庭在相同

年度均受到大小相同的宏观环境冲击影响。这一设定既不符合经验直觉，也与现实情况相悖：不同

家庭特征的农户对于同样的宏观扶持政策和经济形势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

据此，需要对模型（1）进行扩展：

E1：为了能够比较内生动力与宏观环境对不同家庭特征农户脆弱性边际贡献的差异，采用交互效

应面板模型（panel data model with interactive fixed effects）估计农户受到的宏观环境冲击大小以及敏

感度[23]。由此，模型（1）细化为：

VULit= αWorkit+ βEduit+ γInsuit+ΦXi t+ μi+ λi ft+ uit
i=1,2,…,N; t=1,2,…,T; （2）

模型（2）与模型（1）的区别在于，将原本的时间固定效应 ft拓展成了时间与个体的交互项 λi ft，其
中 ft为宏观因子，代表随时间变化的宏观环境对于个体的冲击效应，一般做法是提取最大特征值所对

应的共同因子。λi为载荷，反映了不同个体对于相同宏观环境冲击的敏感度。通过迭代的算法可以

得到交互效应面板模型中各参数的一致估计量[23]。

第二，假定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内生动力对于其脆弱性的边际贡献是一样的。事实上，对于不

同家庭特征的农户而言，他们支配和调节家庭的工作时间、教育支出以及保险支出的出发点以及效

果是不尽相同的。据此，需要进一步引入反映农户家庭特征的虚拟变量，本文重点考察了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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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生命周期两类家庭异质性。

E2：引入农户收入水平的虚拟变量，以反映农户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内生动力对脆弱性的边际贡献

差异。由此，模型（2）细化为：

VULit=∑
j=1

3

αjDejWorkit+∑
j=1

3

βjDejEduit+∑
j=1

3

γjDej Insuit+ΦXi t+ μi+∑
j=1

3

ΓiDej ft+ uit

i=1,2,…,N; t=1,2,…,T; （3）
式（3）中，Dej表示农户收入水平的虚拟变量。将每一个年份的所有农户按照家庭纯收入进行排

序，25%分位点以下被认为收入水平较低（De1=1，De2=0，De3=0）；25%~75%被认为收入水平一般

（De1=0，De2=1，De3=0）；75%分位点以上则是收入水平较高（De1=0，De2=0，De3=1）。采用虚拟变

量考察家庭异质性的好处是可以反映同一农户收入水平随时间的变化。宏观因子 ft表示所有农户共

同受到的宏观环境冲击影响，Γj表示对应收入水平的家庭受到宏观环境冲击时的敏感度。

E3：引入家庭生命周期的虚拟变量，以反映农户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内生动力对脆弱性的边

际贡献差异。由此，模型（2）细化为：

VULit=∑
j=1

6

αjDsjWorkit+∑
j=1

6

βjDsjEduit+∑
j=1

6

γjDsj Insuit+ΦXi t+ μi+∑
j=1

6

ΓiDsj ft+ uit

i=1,2,…,N; t=1,2,…,T; （4）
式（4）中，Dsj表示农户收入水平的虚拟变量，借鉴已有对于农户家庭生命周期的研究[24]，将农户

按照家庭人口特征分为起步期（Ds1=1，Ds2=0，Ds3=0，Ds4=0，Ds5=0，Ds6=0）、抚养期（Ds1=0，
Ds2=1，Ds3=0，Ds4=0，Ds5=0，Ds6=0）、稳定期（Ds1=0，Ds2=0，Ds3=1，Ds4=0，Ds5=0，Ds6=0）、负担

期（Ds1=0，Ds2=0，Ds3=0，Ds4=1，Ds5=0，Ds6=0）、赡养期（Ds1=0，Ds2=0，Ds3=0，Ds4=0，Ds5=1，
Ds6=0）以及空巢期（Ds1=0，Ds2=0，Ds3=0，Ds4=0，Ds5=0，Ds6=1）六个阶段。宏观因子 ft表示所有

农户共同受到的宏观环境冲击影响，Γj表示对应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受到宏观环境冲击时的敏

感度。表1给出了本文划分农户的家庭生命周期标准。

第三，经过拓展后的模型（2）、（3）、（4）仍然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虽然本文在模型构建时已

经尽量避免了核心解释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首先，因变量脆弱性是一个前瞻性的概念，已经尽可能地

减少了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其次，采用了面板数据，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减轻了

不随时间变化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最后，综合考虑了现有理论和文献关于脆弱性的各项影响因

素，将家庭功能、家庭禀赋以及宏观经济等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降低了遗漏变量的可能性。然而

本文的核心变量，工作时间、教育支出与保险支出还是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为此，采用因子工具变量

（factor instrumental variable，FIV）进一步缓解模型中固有的内生性问题[25]。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这一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ISSS）实施，调查内容涵盖了中国居民的经济活动、教育成果以及家庭关系等，涉及本文所需要的全

表1 根据农户人口特征的家庭生命周期划分

S1起步期

S2抚养期

S3稳定期

S4负担期

S5赡养期

S6空巢期

65岁以上老人

0
0
0
>0
>0
>0

16岁至65岁劳动力

≤2
>0
>2
≥0
>0
0

16岁以下儿童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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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信息；调查样本来自中国 25个省、市、自治区，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的抽样方法，具有一般代表性。

目前该调查共有 2010、2012、2014、2016、2018年 5期数据，本文选取全部期数的样本，在剔除缺失值

后得到了一份由2364个农户构成，总计11820个观测值的均衡面板数据。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脆弱性，即农户未来陷入低福利状态的可能性。以

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福利指标进行衡量，根据最低福利线设置的思路不同可以分为以绝对收入线测

算的农户脆弱性和以相对收入线测算的农户脆弱性，为简便表述在后文中分别以绝对脆弱性和相对

脆弱性指代。最低福利线设置的两种思路反映了对不同现实问题的考量，前者对应了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防止返贫的短期目标，后者对应了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任务。参考已有文献的做

法[26⁃27]，分别以 2美元/天作为绝对收入线、样本中位数的 60%作为相对收入线，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

法计算得到农户脆弱性。

（2）解释变量。包括工作时间、教育支出、保险支出，分别用家庭劳动力人均每周工作时间、家庭

教育支出（学杂费、培训费等）占总支出的比例以及家庭商业保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表示。

（3）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结构等代表家庭功能的变量；私营生产、农业生产、自然资

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代表家庭禀赋的变量；村经济、省经济等代表宏观经

济的变量。

（4）因子工具变量：包括工作时间因子工具变量、教育支出因子工具变量、保险支出因子工具变

量。因子工具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的算法由内生变量提取得出，可以证明，在大样本面板数据的情

况下，因子工具变量是内生变量有效的工具变量[25]。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2所示，所有

包含价格信息的变量均以 2010年为基期通过各省份农村居民消费指数（CPI）消除了通货膨胀的

影响。

三、回归结果分析

1.内生动力影响农户脆弱性的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模型（2）进行基准回归分析，表 3报告了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农户

脆弱性影响因素的结果。被解释变量为绝对脆弱性和相对脆弱性，回归结果均使用了因子工具变量

（FIV）作为内生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后同。

从基准回归来看，所选取的代表内生动力的三个变量显著性很好，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

其中，农户自发的增加工作时间以及保险投资均能够有效地降低其脆弱性。具体来说，农户每周工

作时间增加一个单位（小时），则绝对脆弱性下降 0.23%，相对脆弱性下降 0.3%；农户保险支出在总支

出的比例中每增加 1%，则绝对脆弱性下降 0.43%，相对脆弱性下降 0.32%。这说明了农户通过努力

工作以及购买商业保险等行为可以有效降低未来陷入低收入状况的可能性，防止陷入低收入状态甚

至返贫。

然而教育支出的系数为正，这表明农户对教育支出的增加反而会增加其脆弱性，当期的教育支

出容易使下一期陷入低收入状态。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相反[28⁃29]，除了本文选取的代理变量与已有

研究不同外（在本文中教育支出是相对值，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投

资的回报周期较长。本文所用教育支出变量来源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FPS）问卷中对于“过去一

年，您家教育支出（包括学杂费、培训费等）是多少”这一提问的回答，体现的是教育的“投资”属性。

事实上，对于农户而言，教育支出的主要对象还是儿童，当期的教育投资很难快速反映在下一期收入

的增加上。因此农户教育支出会增加其脆弱性是更为合理的，即“因学致贫”现象[30]，后文会进一步探

讨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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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生动力对异质性农户脆弱性的影响

（1）分收入水平的回归结果。根据模型（3）
进行分收入水平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

从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内生动力对于脆弱性的边

际贡献来看，解释变量与收入水平虚拟变量的交

互项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与基准回归保

持了一致。即内生动力中工作时间和保险支出

与农户脆弱性负相关，而教育支出与农户脆弱性

正相关。

通过组间比较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内生动力对于脆弱性的边际贡献表现出了明显的异质

性。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则内生动力对其脆弱性的影响越小，反之则大。即低收入水平的农户更容

易通过内生动力改变自身未来的福利状态，而高收入水平的农户的脆弱性受内生动力影响较小。主

表3 农户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基准回归

变量

Work

Edu

Insu

控制变量

VUL均值

观测值

（1）AVUL
-0.0023***（0.000）
0.2434***（0.018）
-0.4285***（0.070）

控制

0.6386
11820

（2）RVUL
-0.0030***（0.000）
0.1899***（0.013）
-0.3171***（0.053）

控制

0.2941
11820

注：*、**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被解释变量

绝对脆弱性

相对脆弱性

解释变量

工作时间

教育支出

保险支出

控制变量

家庭规模

家庭结构

私营生产

农业生产

自然资本

金融资本

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村经济

省经济

因子工具变量

工作时间
因子工具变量

教育支出

因子工具变量

保险支出

因子工具变量

符号

AVUL

RVUL

Work

Edu

Insu

size

stru

O

F

land

fin

dur

fix

hou

hea

pedu

gift

veco

gdp

fWork

fEdu

fInsu

定义

农户未来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美元/天的可能性（2010年不变价）a

农户未来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样本中位数60%的可能性

家庭劳动力人均每周工作时间 b

家庭教育支出（学杂费、培训费等）占总支出的比例

家庭商业保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家庭总人口

家庭劳动力比例

虚拟变量，家庭是否从事私营企业

虚拟变量，家庭是否从事农业生产

家庭人均土地资产

家庭人均金融资产

家庭人均耐用型资产

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

家庭人均住房资产

家庭劳动力人均健康水平，主观自评

家庭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 c

亲戚给的钱

村人均年收入

省人均GDP

通过主成分分析对工作时间提取

通过主成分分析对教育支出提取

通过主成分分析对保险支出提取

单位

/
/

小时

%
%

人

%
/
/
元

元

元

元

元

/
年

元

元

元

/

/

/

均值

0.6386
0.2941

31.233
7.881
1.070

4.360
0.695
0.063
0.853
25431
10773
8120
3837
82220
3.195
6.073
479
6877
38709

0

0

0

极小值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771.5
13228

-1.7564

-0.5795

-0.5132

极大值

1
0.9982

79.038
64.545
19.138

15
1
1
1

343750
210000
168000
160000
1000000
5
15.5
100000
33036
123844

2.5610

4.4895

7.9823

注：部分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以剔除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进行缩尾处理的变量包括：工作时间、教育支出、保险支出、自然

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村经济。a.根据2010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2美元/天的绝对收入线

大致相当于4941.735元/年的人均纯收入。b.劳动力指家庭中16周岁（含）至65周岁人口，下同。c.根据个体最高学历进行受教育年

限的转换，标准如下：文盲/半文盲=0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中专、职高、技校=12年；大专=15年；大学本科=16年；硕士

19年；博士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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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原因可能是，对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而言，内生动力作为一种生产投入要素在所有投入中的比

例较大，内生动力在改变家庭经济状况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而对于高收入水平的农户而言，他们

的收入来源更为多样，其脆弱性的影响因素中由内生动力决定的部分较少，因此内生动力改变经济

状况的效应没那么明显。

（2）分家庭生命周期的回归结果。根据模型（4）进行分家庭生命周期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所
示。从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来看,工作时间保持了与基准回归的一致性，所有工作时间与

家庭生命周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不论处于何种家庭

生命周期阶段，通过增加工作时间都能够有效地降低其脆弱性。而教育支出与保险支出则表现出了

表4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N=11820
变量

Work

Edu

Insu

控制变量

VUL均值

低收入交互项 De1×Work

中等收入交互项 De2×Work

高收入交互项 De3×Work

低收入交互项 De1×Edu
中等收入交互项 De2×Edu

高收入交互项 De3×Edu

低收入交互项 De1× Insu
中等收入交互项 De2× Insu

高收入交互项 De3× Insu

（1）AVUL
-0.0024***（0.000）

-0.0022***（0.000）

-0.0022***（0.000）

0.2702***（0.021）
0.2400***（0.031）

0.1999***（0.029）

-0.4430***（0.161）
-0.4429***（0.084）

-0.3819***（0.118）

控制

0.6386

（2）RVUL
-0.0032***（0.000）

-0.0031***（0.000）

-0.0028***（0.000）

0.2398***（0.022）
0.1961***（0.017）

0.1364***（0.023）

-0.4579***（0.116）
-0.3723***（0.070）

-0.2129***（0.083）

控制

0.2941

表5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农户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N=11820
变量

Work

Edu

Insu

控制变量

VUL均值

起步期交互项Ds1×Work
抚养期交互项Ds2×Work
稳定期交互项Ds3×Work
负担期交互项Ds4×Work
赡养期交互项Ds5×Work
空巢期交互项Ds6×Work

起步期交互项Ds1×Edu
抚养期交互项Ds2×Edu
稳定期交互项Ds3×Edu
负担期交互项Ds4×Edu
赡养期交互项Ds5×Edu
空巢期交互项Ds6×Edu

起步期交互项Ds1× Insu
抚养期交互项Ds2× Insu
稳定期交互项Ds3× Insu
负担期交互项Ds4× Insu
赡养期交互项Ds5× Insu
空巢期交互项Ds6× Insu

（1）AVUL
-0.0026***（0.000）
-0.0023***（0.000）
-0.0030***（0.000）
-0.0014***（0.000）
-0.0021***（0.000）
-0.0022***（0.000）

0.3068***（0.079）
0.2654***（0.030）
0.2469***（0.025）
0.2391***（0.041）
0.1844***（0.040）
0.3122（0.312）

-0.4996***（0.187）
-0.5299***（0.105）
-0.0809（0.142）
-0.5997***（0.174）
-0.3552*（0.190）
1.3459（2.340）

控制

0.6386

（2）RVUL
-0.0027***（0.000）
-0.0033***（0.000）
-0.0027***（0.000）
-0.0031***（0.000）
-0.0034***（0.000）
-0.0027***（0.000）

0.1531***（0.055）
0.2078***（0.023）
0.1640***（0.018）
0.2503***（0.034）
0.1667***（0.035）
0.2825（0.439）

-0.2029（0.159）
-0.3173***（0.074）
-0.0630（0.114）
-0.6922***（0.117）
-0.1968（0.182）
0.0114（0.554）

控制

0.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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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

教育支出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除空巢期家庭以外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说明教

育支出不同程度地增加了起步期、抚养期、稳定期、负担期和赡养期家庭的脆弱性。但这一效应在空

巢期的家庭失效了——空巢期家庭的教育支出系数虽然也为正，然而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事实

上，空巢期的家庭只剩下年龄大于 65岁的老年人，几乎不存在教育支出（空巢期样本教育支出均值为

0.13%），因此教育支出也不会对农户脆弱性产生影响。

至于保险支出则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表现出了更为复杂的边际贡献效应。具体而言，不同

家庭生命周期保险支出对脆弱性的影响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抚养期和负担期，不论是以绝对脆弱性还是以相对脆弱性作为因变量，处于这两个家

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的保险支出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因此这两类农户能够通

过增加保险支出有效地降低脆弱性。这两类农户的共同特征是拥有 16岁以下儿童，由于为儿童购买

商业保险保费较低，同时儿童往往容易生病或者出现事故，因此增加保险支出能够有效降低未来因

病或因事故陷入低收入状态的可能性。

第二类是稳定期和空巢期，不论是以绝对脆弱性还是以相对脆弱性作为因变量，处于这两个家

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的保险支出均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稳定期的系数为负，而空巢期的系

数为正，因此他们不能通过增加保险支出来降低脆弱性。这可能是由于处于这两个生命周期阶段的

家庭投资商业保险的收益较低甚至为负，稳定期的家庭均由中青劳动力构成，购买商业保险的保费

较低，然而生病和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也较低，商业保险的预期收益为负；空巢期的家庭只剩下老年

人，容易生病且易发事故，非常需要商业保险的支持，然而这时候购买商业保险则保费过高，预期收

益也为负。

第三类是起步期和赡养期，处于这两个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的保险支出在以绝对脆弱性作

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分别为 1%和 10%），但在以相对脆弱性作为被解释变量

的模型中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两类家庭进行保险支出的收益处于临界点附

近，因此保险支出对于其降低脆弱性的效果不明显。

基于本文的数据和计量分析，纵观保险支出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异质

性，只有抚养期和负担期表现了降低脆弱性的效应，而并没有证据表明其余四类家庭，即起步期、稳

定期、赡养期、空巢期的农户表现出这一效应，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家庭中是否具有 16岁以下儿

童。这可能与现有商业保险的覆盖群体有关，即对于农户而言，面向儿童的商业保险已经有了较好

的覆盖，并且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但对于农村成年劳动力和老年人而言，可能并没有合适的商

业保险进行选择。

3.宏观因子与异质性农户敏感度

交互效应面板模型将时间固定效应拓展为宏观因子与载荷的交互项，为计算随时间变化的宏观

冲击以及不同家庭特征农户敏感度提供了可能。其中宏观因子反映了宏观环境对于农户脆弱性的

冲击，载荷反映了农户敏感度，也即是农户对于宏观环境的感知能力。换言之，农户敏感度的绝对值

高，则说明该家庭特征的农户受到宏观环境影响大，反之则小。图 2和表 6报告了基于绝对脆弱性以

及相对脆弱性计算得到的两组宏观因子和对应的农户敏感度。

首先考察宏观因子。交互效应面板模型中对于宏观

因子的提取是选择最大特征值对应的共同因子，因此只

反映了一个维度的宏观环境，在本文语境中为政策环境，

理由如下。现有研究认为中国实现的大规模减贫主要可

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其二

则是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扶贫政策[31]。在本文中由于控制

了宏观经济变量，因此剩余影响农户脆弱性的宏观因素 图 2 宏观因子随时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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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主要的为政策因素，也即是宏观因子主要解释了宏观环境中的政策环境。从图 2可以看出，不论

是基于绝对脆弱性还是相对脆弱性测算的宏观环境对于农户脆弱性的冲击都经历了一个由正转负

的过程，且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中国宏观环境对于农户脆弱性的负向冲击越来越强，宏观环境

（主要是政策环境）能够有效地降低农户返贫的可能性。

其次讨论农户敏感度。表 6中的第二行表示以绝对脆弱性测算的农户敏感度，第三行则是以相

对脆弱性测算的农户敏感度，各列分别表示不同特征的家庭。以相对脆弱性测算的农户敏感度差异

性较小，其绝对值大致在 0.11浮动。说明当前中国宏观环境对于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相对脆弱性影

响差异性不大。本文重点考察基于绝对脆弱性测算的敏感度。

比较不同收入水平Γej的绝对值，可以发现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减少，其宏观环境敏感度的大小

也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受到宏观环境的冲击越强烈，中国现有宏观环境（政策环

境）对于降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脆弱性作用更为明显。

比较不同家庭生命周期Γsj的绝对值，可以发现敏感度最高的是处于负担期的家庭（0.0842），其

次一档是赡养期（0.0617）、空巢期（0.0559）和抚养期（0.0520）的家庭，最末是起步期（0.0324）和稳定

期（0.0297）的家庭。这表明了中国宏观环境（政策环境）对于负担期家庭绝对脆弱性的降低最为有

效，处于这一家庭生命周期的特征是有老有小；其次是赡养期、空巢期和抚养期的家庭，这三个生命

周期的家庭或者有老人，或者有儿童；最后则是处于生命周期阶段中起步期和稳定期的家庭，这两类

家庭劳动力占比较高，其绝对脆弱性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也最小。

4.因子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

表 7报告了因子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结果，参照使用因子工具变量的一般做法，对因子工具变

量与原变量、主回归结果的残差相关性进行检验[25]。结果表明，本文提取的因子工具变量与原变量具

有极高的相关性（均在 0.98以上），并且与主回归结果的残差不相关，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相关性、外

生性条件，因此因子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5.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模型的稳健性，对最低福利线进行调整，以人均可支配收入 2300元/年作为绝对收

入线和以样本中位数 40%作为相对收入线重新测算绝对脆弱性和相对脆弱性。更换被解释变量，对

基准回归、分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家庭生命周期的异质性以及宏观因子与农户敏感度进行稳健性

检验，结论并未改变，因此本文的回归结果是较为稳健的。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详细结果不在文

中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四、进一步讨论：农户的教育支出可以降低脆弱性吗

中国农户对于教育支出天然就有着强烈的偏好，“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是这一观

表6 不同家庭特征农户对于宏观环境的敏感度

家庭类型

AVUL

RVUL

低收入Γe1

0.0846

0.1086

中收入Γe2

0.0501

0.1133

高收入Γe3

0.0262

0.1173

起步期Γs1

0.0324

0.1005

抚养期Γs2

0.0520

0.1127

稳定期Γs3

0.0297

0.1072

负担期Γs4

0.0842

0.1207

赡养期Γs5

0.0617

0.1148

空巢期Γs6

0.0559

0.1297

表7 因子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

指标

与变量自身的相关性

绝对脆弱性的E ( FIVituit )

相对脆弱性的E ( FIVituit )

FIV（Work）

0.9979

0.0027

0.0034

FIV（Edu）

0.9959

0.0000

-0.0000

FIV（Insu）

0.9822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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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最为贴切的表达，事实上教育几乎是实现家庭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32]。然而当前教育的高消费容

易对农户的脆弱性产生进一步冲击，出现“因学致贫”甚至“因学返贫”现象。虽然中国历来重视教育

发展，对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设计了非常完善的补助政策，但当前教育支出中的课堂外支出不断

增加，成为加重农户负担的政策盲区。第三部分的实证分析结果印证了这一点，由于教育支出回报

周期较长，农户的教育支出反而会增加未来一期陷入低收入状态的可能性。那么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问题为，在长期中农户的教育支出可以降低脆弱性吗？

1.模型设定

对模型（1）进行了拓展，加入了教育支出的滞后项，有：

VULit=∑p=0
P βEdui,t-2p+ αWorkit+ γInsuit+ΦX ′i t+ μi+ ft+ uit

i=1,2,…,N; t=1,2,…,T; （5）
模型中虽然加入了教育支出的滞后项，但仍然属于静态面板，由于不需要考虑宏观因子及农户

敏感度，直接使用双重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其中，∑p=0
P βEdui,t-2p表示教育支出及其滞后

项，由于本文使用的中国家庭追踪数据（CFPS）为2年 1期，因此分别加入滞后2、4、6、8期的教育支出

作为解释变量。向量X ′i t表示除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外其余外生控制变量，这么处理的原因是，教育

支出会影响未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33]，进而影响农户脆弱性，因此将这两个控制变量放松，以得

到更为真实的教育支出滞后项的回归系数。

2.回归结果分析

表 8报告了教育支出及其滞后项对农户脆弱性影响的回归结果，以相对脆弱性作为被解释变量

与基于绝对脆弱性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不再报告。表 8中从模型（1）至模型（5），逐步加入教育支出

的2、4、6、8期滞后项。

可以看到，教育支出从滞后 4期项开始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农户的教育支出大约要经过 4年以上

的时间才能产生经济效应，作用于脆弱性的降低，验证了农户教育支出回报周期较长的猜想。对比

国外学者基于立陶宛数据得出的高等教育投资回收期大约在 9.1~9.8年之间的结论[34]，可以认为本

表8 教育支出对农户脆弱性影响的实证结果

Edu

L2.Edu

L4.Edu

L6.Edu

L8.Edu

Work

Insu

控制变量

调整R2

观测值

（1）AVUL

0.2649***

（0.014）

-0.0021***

（0.000）
-0.4173***

（0.058）

控制

0.7973

11820

（2）AVUL

0.2510***

（0.015）
-0.0005
（0.015）

-0.0023***

（0.000）
-0.4467***

（0.063）

控制

0.8318

9456

（3）AVUL

0.2240***

（0.020）
0.0162

（0.020）
-0.0353**

（0.020）

-0.0025***

（0.000）
-0.5099***

（0.080）

控制

0.8414

7092

（4）AVUL

0.2281***

（0.029）
0.0367

（0.032）
-0.0673**

（0.031）
-0.0732***

（0.029）

-0.0025***

（0.000）
-0.5882***

(0.109)

控制

0.8591

4728

（5）AVUL

0.1905***

（0.026）
0.0329

（0.027）
-0.1055***

（0.029）
-0.0565**

（0.027）
-0.0823***

（0.025）
-0.0026***

（0.000）
-0.8338***

（0.114）

控制

0.8083

2364
注：模型（5）由于加入了教育支出的8期滞后项，模型变成截面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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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结果较为可信。因为除了国家经济环境、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带来的影响，本文考虑的是开始产

生正经济效应的时间点，而上述研究计算的是完全回收教育投资的时间点。此外，本文的教育支出

指标不仅涵盖了儿童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也涵盖了成年劳动力的短期培训，这也降低了教育支

出产生经济效应的时间长度。

结合基准回归的结论可以认为，教育支出对于农户的脆弱性在短期产生正向影响，中长期（4年）

开始产生负向影响。出于对投资未来的憧憬，农户有充足的动机进行教育支出，但“因学致贫”“因学

返贫”现象必须得到重视[35]。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家庭发展能力框架构建了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模型，通过交互效应面板模型研究

了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农户脆弱性影响的关键因素。实证表明：以工作时间、教育支

出、保险支出衡量的内生动力均会对农户脆弱性产生影响，其中工作时间、保险支出均会降低农户的

脆弱性，然而教育支出由于“因学致贫”现象在短期内会增加农户脆弱性，中长期（4年）才能具有降低

农户脆弱性的效应；宏观环境主要代表的政策环境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不同收入水平、不同

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从收入水平来看，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内生动力与宏观环境对其脆弱性的影响就越小，反之则

大。对于低收入水平农户而言，内生动力和宏观环境都是降低脆弱性的关键因素，他们基于内生动

力以及宏观环境均有较好的机会降低未来陷入低收入状态的可能性。

从家庭生命周期来看，处于起步期和稳定期的农户劳动力资源充足，受宏观环境影响较小，增加

工作时间是他们降低脆弱性的有效途径。处于抚养期和赡养期的农户或有老年人或有小孩，他们受

到宏观环境影响的大小处于中间位置，增加工作时间和依靠政策扶持可以帮助他们降低脆弱性，特

别地，抚养期家庭还可以通过保险支出降低脆弱性。处于负担期的农户既有老人也有小孩，有的甚

至缺少劳动力，因此他们更多地依赖宏观环境降低脆弱性，此外，增加工作时间和增加保险支出也

是辅助手段。处于空巢期的农户内部只有老年人口，教育支出和保险支出均无法帮助他们降低脆

弱性，而增加工作时间对这类家庭来说无疑是饮鸩止渴，因此他们更多地依赖宏观环境降低脆

弱性。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36]。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奋斗、

新征程中，关注易返贫致贫人群的问题，采取措施降低农户脆弱性，是确保脱贫攻坚成果更加稳固、

成效更可持续的重要举措。农户脆弱性这一指标反映了农户未来陷入低收入状态的可能性，为防止

返贫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着力思路。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首先，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来看，激发农

户内生动力，激励人民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维持帮扶政策，对脱贫农户扶上马送一程是政府开展防贫

工作的两个主要发力点。其次，影响不同家庭特征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因素不尽相同，未来的防贫工

作仍然要坚持精准施策的科学方法，下足绣花功夫，针对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采取不同的防贫措施。

最后，对于脆弱性处于较高水平，且无法通过内生动力脱离高脆弱性状态的农户，应当给予更多政策

帮助。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双管齐下，从激发内生动力和维持帮扶政策

两个方面帮助低收入农户降低脆弱性；二是采取切实行动缓解农户“因学致贫”和“因学返贫”现象；

三是普及覆盖农村成年劳动力和老年人的商业保险；四是重点关注家庭生命周期处于负担期和空

巢期的农户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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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Heterogeneity

LIU Yuyang，DING Shijun，CHEN Yup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Family Development Capability Framework，an analysis framework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and through panel data model
with interactive fixed effects，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at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and across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Panel Stud⁃
ies（CFPS）from 2010 to 2018.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farmers，which is
measured by working time，education expenditure and insurance expenditure，has an impact on their vul⁃
nerability，in which working time and insurance expenditure reduce the vulnerability whereas the educa⁃
tion expenditure increases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 households in the short term because of the phenom⁃
enon of“poverty due to education”，and only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4 years）can it reduce the vul⁃
nerability. The policy environment，mainly represented by the macro-environment，is effective in reduc⁃
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 households. There i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the key influences on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 households at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and across the family life cycle.In the future，
poverty prevention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requires a two pronged approach to prevent low-income
farmers from returning to poverty by stimulating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maintaining assistance poli⁃
cies. It is suggested to guard against the phenomenon of“poverty due to education”，provide the commer⁃
cial insurance for all the adult labor and the elderly，and focus on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during the
burden and empty-nes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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